
摘要：家庭农场效率之于家庭农场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以上海松江家庭

农场为研究对象，利用 943户家庭农场 2017年的数据，运用 DEA模型估计家庭农场的效率，

并运用 Tobit模型从农业要素投入特征、家庭农场主特征、家庭农场特征、环境特征 4个维度

考察其对家庭农场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全部家庭农场效率值均不高，无论是纯技术

效率还是规模效率均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家庭农场土地经营面积与家庭农场效率之间呈

现出“倒 U型”的关系，土地经营规模过小或过大都不利于家庭农场效率的提高；家庭农场主

受教育年限、家庭农场主是否具有农业从业经历、家庭农场经营权合同年限、绿肥种植面积

占土地经营面积比例、政府补贴正向影响家庭农场效率；劳动力投入、家庭农场是否购买农

机作业服务负向影响家庭农场效率。不同类型家庭农场效率及其关键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的

差异。相比较而言，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效率最高，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和机农一体型家

庭农场效率较低，且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的规模效率低于纯技术效率，种养结合型和机农

一体型家庭农场的纯技术效率低于规模效率。为促进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提升家庭农场

的效率，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现阶段，需要选择合适的家庭农场经营者，尤其是要优

先选择有农业生产经营意愿且具有农业生产经营经验的农户家庭经营家庭农场，要重视家

庭农场从业者的人力资本积累，加强对家庭农场经营者的职业培训；要基于家庭实际，合理

确定家庭农场经营规模，走适度规模经营之路；要切实保障家庭农场的土地经营权，健全农

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大对家庭农场发展的资金、政策等扶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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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农业生产呈现农户小规模生产经营的特质。尽管农业的农户

家庭经营通过赋予农民农业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有效地解决了农业生产经营中的劳动监督

和劳动计量问题，但是，这种超小规模的农户家庭经营存在土地经营规模偏小、土地分散且

细碎等缺陷，不利于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资本和劳动也难以在有限的土地上发挥效率，导

致农业生产低效率（张瑞娟、高鸣，2018）。为此，中国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创新农业经营主体

形式、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以提高农业效率，保障粮食及农业产业安全，提高农业国际竞

争力。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可

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①。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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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力扶持包括家庭农场在内的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积极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努力构建新型

农业经营体系②。为了促进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农业部专门下发《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③。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要鼓励发展规模适

度的农户家庭农场，鼓励承包土地向家庭农场流转，要采取多种奖励、补助办法扶持家庭农场，加大家庭农场

经营者的培训力度④。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

特别强调，要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启动家庭农场培育计划，建立健全支持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体系和管理制

度⑤。

在中央政策的强力驱动下，中国家庭农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农业农村部的调查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

共有 13.9万户家庭农场，2015年激增到 34.3万户，2016年进一步增加到 44.5万户，2017年全国家庭农场总数

达到 54.9万户⑥。众多的研究表明，与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比，家庭农场突出地适应了农业自然与社会属

性，实现了农业生产特点与家庭特点的高度契合（朱启臻等，2014），是中国现代农业经营的重要模式选择（高

强等，2013）。然而，尽管我国家庭农场发展势头良好，但家庭农场的发展质态仍有待改善。其一，家庭农场发

展速度减缓。2014年至 2017年间，尽管家庭农场数增加了 41万户，但 2015年后增速逐年下降。家庭农场环

比增长速度 2015年为 146.8%，2016年为 29.7%，2017年进一步下降为 23.4%。其二，家庭农场经营模式单一。

我国家庭农场主要以种植业经营为主。家庭农场的类型大体可划分为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种养结合和其他

类型五大类型。农业农村部的调查数据显示，各类型家庭农场占比 2014年分别为 61.2%、23.2%、4.8%、7.8%和

3.0%，2015年分别为 61.9%、19.2%、5.9%、9.0%和 4.0%，2016年分别为 60.8%、19.5%、5.6%、9.9%、4.2%，2017年
分别为 61.4%、18.3%、5.5%、10.8%、4.0%⑦。其三，家庭农场数量偏少。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

示，2016年我国的农业经营户为 20743万户⑧，家庭农场数量仅占我国农业经营户的 0.2%。由于家庭农场的效

率直接影响到家庭农场的发展质态，因此，如何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最大限度地发挥家庭农场这一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的作用和功能，有效地提升家庭农场的效率，进而促进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就具有特别重要的

意义。

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有效提升家庭农场的效率，就必须准确估计家庭农场的效率并离析出影响家

庭农场效率的关键因素。关于家庭农场的效率问题，理论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关于家庭农场效率水平的

高低，研究结论不尽相同。孔令成和郑少锋（2016）运用 DEA模型对上海 246户粮食生产型家庭农场的计算

结果表明，家庭农场具有较高的效率；曾玉荣和许文兴（2015）运用 SFA模型对福建省 187户多元化经营型家

庭农场的计算结果表明，家庭农场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较高；姜丽丽等（2017）对江苏省 306户家庭农场

的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农场的效率并不理想，原因在于家庭农场经营中存在较高的土地租金和农用机械成

本；Imori等（2012）运用随机生产前沿和低效率效应模型对比分析巴西家庭农场和商业农场的效率后发现，

家庭农场的效率低于商业农场的效率；Madau（2015）分别运用了 SFA模型和 DEA模型测算了意大利柑橘种

植农场的效率，结果表明，SFA模型估算的技术效率与 DEA模型估算的技术效率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但 SFA
模型测算得到的规模效率高于 DEA模型测算出的规模效率。关于影响家庭农场效率的因素，研究人员发

现，制度安排、要素投入、经营者特征、经营模式等都有可能影响家庭农场的效率。张悦和刘文勇（2016）认

为，家庭农场经营中存在的土地产权不明晰、生产成本高、规模过大、议价能力低等，导致家庭农场效率缺

失；陈军民（2017）的研究发现，土地产权越不稳定，家庭农场经营者越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预期，家庭农场

效率就会越低；Mugera和 Langemeier（2011）研究了经营规模和农场类型对家庭农场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

家庭农场的效率会因其经营规模而异，但家庭农场的类型对其效率没有显著的影响；高雪萍和檀竹平

（2015）的研究发现，家庭农场的生产效率与家庭农场的投资规模之间显著正相关；Latruffe等（2005）和曹文

杰（2014）的研究表明，经营者受教育水平越高，越利于家庭农场效率的提升；周炜（2017）、曾玉荣和许文兴

（2015）的研究发现，随着家庭农场多元化经营程度的提高，家庭农场效率反而有所下降。原因在于，多元化

程度的提升会对家庭农场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家庭农场管理水平不能随着多元化程度的提升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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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相应地提高，就会降低管理效率。不仅如此，多元化程度提高会带来资产专用性的增强，资产专用性的增

强又可能会降低资产使用的规模效应；Larsén（2010）的研究发现，参与农机合作比没有参与农机合作的家庭

农场的效率高，并且合作形式越广泛的家庭农场效率越高；曹文杰（2014）的研究则认为，家庭农场经营品种

的多样性会对家庭农场的效率有正向刺激作用；孔令成和郑少锋（2016）、梅运田等（2017）的研究结果表明，

农业补贴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农场的效率。因为补贴能够给农场主形成稳定的收入预期，调动家庭农场主生

产经营的积极性；Zhu和 Lansink（2010）的研究则发现，农业补贴对家庭农场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原

因在于，农业补贴一方面能够提高经营者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可能使经营者因为获得额外收入降低

其提高效率水平的努力；姜丽丽等（2017）的研究发现，家庭农场效率的提升离不开信贷资金和农业保险的

支持。关于如何提升家庭农场的效率，理论界从多个角度提出了建议。一些学者认为，应防止家庭农场规

模的无效扩张，鼓励适度规模经营（陈金兰、胡继连，2019；冀县卿等，2019）；一些学者认为，应注重土地、劳

动、资本投入的合理配置，避免土地成本过高、劳动力投入冗余，促进家庭农场可持续发展（曾福生、高鸣，

2012；张岳，2019）；一些学者认为，应重视家庭农场人力资本的提升，采取合适的方式加强对家庭农场经营

者进行培训，提高家庭农场主的经营管理水平（王丽霞、常伟，2017）；一些学者认为，应完善针对家庭农场的

补贴政策，鼓励家庭农场参加农业保险，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以改善家庭农场经营的外部环境（McCloud and
Kumbhakar，2008；刘同山、徐雪高，2019；陈金兰、胡继连，2019）。

现有研究关于家庭农场效率的研究结论之所以不尽相同，有的研究结果甚至大相径庭，其可能的原因在

于：尽管现有研究在测算家庭农场效率时所选用的研究方法有所差异，但无论采用何种方法，计算结果都会受

到选取的研究样本和选择的计算指标的影响。就选取的研究样本而言，现有研究大多采用抽样调查数据，由

于各地之间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差异较大，或由于各地之间家庭农场类型不一，亦或由于抽样调查可能存在的

信息损失和偏差，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家庭农场效率估算的准确程度。就选择的计算指标而言，现有研究大

多将家庭农场经营土地面积、家庭劳动力投入等几个有限的指标纳入到计算模型中，这样的处理尽管极大地

便捷了对家庭农场效率的计算，但有限的几个指标并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家庭农场生产经营全部的投入和产

出，并且由于不同类型的家庭农场投入和产出存在极大的差异，不加区别地选用同样的计算指标显然并不合

理，这同样会导致家庭农场效率的计算结果有误。

基于以上的考虑，为准确计算家庭农场的效率并离析出影响家庭农场效率的关键因素，本研究采取了以

下措施：其一，样本选取上，以上海松江区作为研究区域，选择上海松江区 2017年在册的 943户全部家庭农场

作为研究对象；其二，指标选取上，尽可能使所选择的指标涵盖 943户家庭农场 2017年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实

际发生的全部投入和产出；其三，考虑到松江 943户家庭农场类型具有多样性，既有纯粮食种植型，也有种养

结合型、机农一体型、三位一体型，本研究选择可考量多投入、多产出的 DEA模型计算全部家庭农场及不同类

型家庭农场的效率，并从农业要素投入特征、家庭农场主特征、家庭农场特征、环境特征 4个方面考察其对家

庭农场效率的影响，运用 Tobit模型离析影响家庭农场效率的关键因素。

本文以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数据来源；第三部分，运用DEA模型计算和分析 943户全部

家庭农场及不同类型家庭农场的效率；第四部分，从农业要素投入特征、家庭农场主特征、家庭农场特征、环境

特征 4个方面考察其对家庭农场效率的影响，并运用 Tobit模型进行进一步的计量检验，离析影响全部家庭农

场及不同类型家庭农场效率的关键因素；第五部分，简要的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二、数据来源

上海市松江区位于黄浦江上游，上海西南部，面积为 604.67平方公里。在民国时期，松江由江苏省管辖，

解放后松江仍属江苏省，直到 1958年 11月才划归上海市管辖。松江农业生产普遍采用“稻麦连作”一年两熟

的耕作制度，农业生产水平较高。

上海市松江区是全国较早探索发展粮食生产家庭农场的地区（封坚强，2013），至今已有十多年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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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松江在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过程中逐步将家庭农场作为松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方向。进

入 21世纪后，松江社会经济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农业比较利益偏低，农业产业边缘化，农村劳动力大量向

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2007年，松江非农就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例高达 90.28%，直接从事农业生产

经营的劳动力占比仅为 6.6%（封坚强、王晶，2017），如何在高度工业化、城镇化下，保持农业不衰败、不消

亡，是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刘守英，2013）。早期，松江一些乡镇曾试图通过兴办集体农场、引入工商

资本租地经营、委托代耕、土地外包等模式稳定粮食生产，但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出现“非粮化”、“非农化”、

环境污染等问题（赵鲲等，2015）。2007年，松江区政府发布《关于鼓励粮食生产家庭农场的意见》，明确将家

庭农场作为农业经营组织的发展方向，大力鼓励发展粮食生产型家庭农场。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探索，松江

家庭农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松江家庭农场数量持续增加，规模不断扩大，质态明显改善，农业生产初步实

现由传统的兼业小农向规模集约的现代农业的转变，农民收入显著增加，农业和农村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截至 2017年，松江区家庭农场共有 945户，家庭农场经营土地面积占全区粮田面积的 95%⑩。945户家庭农

场中，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 724户，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 43户，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 166户，三位一体型家

庭农场 12户。

松江按照“流转自愿、农场自耕、规模适度、租金合理、择优选择”的原则创造性地构建“承包农户—村委会

—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模式，成功地落实了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了土地承包权，搞活了土地经营权，有效地

实现了农村土地产权的三权分置。松江发展家庭农场的主要做法大致可归纳如下。

（1）承包农户与村委会签订承包地流转委托书，委托村委会流转承包地。松江明确规定土地承包权归

被确权的农户所有，承包农户委托村委会流转承包地时严格遵循自愿、有偿的原则，如果农户不愿流转土

地，则尊重其选择权。本村村民委托村委会流转土地时需签订《上海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委托书》。

为促进承包农户转让承包地，松江对男年满 60岁、女年满 50岁的转出土地者额外给予每月 150元的奖励性

补贴。

（2）村委会组织家庭农场经营者竞标。在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村委会成立由村干部、农户等多方组成的

小组公开招聘家庭农场主；村民自愿报名竞聘；经民主评议、公示后，竞聘成功者确定为家庭农场经营者。松

江明确规定，竞聘者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本村农户家庭且常年务农人员在 2人及以上，特殊情况下，可以是

具有本区户籍且常年务农人员 2人及以上；必须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完成家庭农场的主要农业生产活动；农

场主年龄必须为男性 25~60周岁、女性 25~55周岁（如果竞聘人员不足，年龄可适当放宽）；农场主必须具备一

定的农业生产经验，掌握必要的农业生产技术，具备一定的农业生产经营能力。松江在发展家庭农场时，基于

家庭劳动力耕种能力、家庭务农收入、政策补贴、生产成本、规模收益等方面的考虑，将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

的规模确定在 100~150亩之间（封坚强，2013）。据测算，按户均 2~3个劳动力、农忙雇用 1个劳动力测算，每个

家庭最多可经营 300亩耕地，如果土地经营面积为 100~150亩，家庭农场年收入可达 5万~6万元（封坚强，

2013）。这一土地经营规模有利于实现现有生产条件下劳动力与耕地的合理匹配，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提

高了务农收入水平，有效地调动起家庭农场经营者的积极性。

（3）家庭农场主与村委会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支付土地流转费用并获得土地流转补贴。村委会将土地流

转给家庭农场，并签订《上海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家庭农场经营期限初期多为 3年，后调整为 5
年，有的甚至为 10年；土地流转费初期固定为 600元/亩，后调整为以每亩 250公斤稻谷为基数、以当年稻谷挂

牌价格为标准，折算成现金支付。为促进家庭农场发展，初期，松江区政府给予家庭农场每亩 200元的土地流

转费补贴，2013年起强化对家庭农场茬口安排、田间管理、秸秆还田、粮食交售等方面的考核，并将土地流转费

补贴调整为考核性奖励补贴，最高限额不超过 200元/亩。

（4）家庭农场经营者的退出与续包。如果家庭农场主超过规定的年龄限制或家庭农场以雇工经营为主者

或家庭农场转让土地经营权或家庭农场年度考核结果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或连续三年考核基本合格或新家

庭农场试用期内考核不合格，将取消家庭农场主经营资格。如果家庭农场经营状况良好、经营期内年度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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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合格且符合村委会规定的家庭农场经营者条件，家庭农场主则具有优先续包权。

鉴于松江家庭农场的发展之于全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有着典型性意义，2017年 4月，扬州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审计大学部分师生到松江进行了预调查，走访了松江相关职能部门和部分家庭农

场。在预调研的基础上，课题组设计了访谈提纲和调查问卷，并于 2017年 8月和 2018年 3月在松江进行实地

调研。在正式调查期间，调研人员走访了松江区农委办公室、种植业管理办公室、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指导站、

农机管理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获得了关于松江家庭农场的发展背景、主要做法、取得的成绩等相关信

息。家庭农场问卷调查主要是对松江区叶榭、石湖荡、新浜、泖港、车墩、佘山、小昆山、洞泾、新桥、永丰、工业

区等 11个镇（地区）84个村 945位家庭农场主进行面对面的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 2017年家庭农场经

营者的基本情况、家庭农场经营的土地面积、家庭农场经营中的各类投入以及家庭农场各类收入。剔除 2户
家庭农场无效的调查问卷，共得到家庭农场有效样本 943个。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三位一体型家庭农场的样本量只有 12个，样本量太小，本文在研究时对这 12户家庭

农场进行了如下技术处理：在研究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时，去除三位一体型家庭农场的生猪养殖投入与产

出数据、农机服务投入与产出数据，将其归入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组，这样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的样本量

增加为 735个；在研究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时，去除三位一体型家庭农场的农机服务投入与产出数据，将其归

入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组，这样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的样本量增加为 55个；在研究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时，

去除三位一体型家庭农场的养殖投入与产出数据，将其归入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组，这样机农一体型家庭农

场的样本量增加为 177个。

三、家庭农场效率几何：基于DEA模型的测度

（一）DEA模型设定

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分析，效率可以看作是某一生产单位达到投入最小化或产出最大化的程度，是对生产

单位资源配置、技术运用和成本控制等多方面的综合评价。本研究在评估家庭农场的效率时，采用 Leibenstein
（1966）关于效率的界定。Leibenstein（1966）认为，效率可视作在一定投入约束下，生产单位的实际产出与要素

最优化配置可能达到的最大产出之比。为计算家庭农场的效率，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 DEA）。DEA通过运用线性规划方法构建观测数据的生产前沿面，进而计算出生产单元相对于

该前沿面的比例即效率。参照 Charnes等（1978）构建的 CCR模型，考虑到家庭农场在生产过程中只能控制和

调整生产要素的投入量而无法自由地调整产出量，本文选择投入导向的 DEA模型（Coelli et al.，2005；Cooper
et al.，2007）。具体模型见式（1）：

（1）

在计算家庭农场效率时，将每一个家庭农场看作是一个生产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简称DMU），

n个家庭农场记为DMUj（j=1，2，……，n），被评价的家庭农场记为DMUk。式（1）中 xi（i=1，2，3）表示家庭农场的

3种投入，x1、x2、x3分别代表土地投入、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y代表家庭农场的产出；λj为DMU的线性组合系

数；xik和 yk分别表示DMUk的投入和产出向量；模型的最优解 θ∗代表DMUk的效率值。

CCR模型假设所有被评价 DMU均处于最优生产规模。但在实际生产中，许多家庭农场并没有达到最佳

规模的生产状态，因此，利用 CCR模型计算出来的效率既包含了实际生产水平与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差距即纯

技术效率，又包含了实际规模与最优规模的差距即规模效率。为此，本文进一步采用 Banker等（1984）构建的

BCC模型，将家庭农场的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具体模型见式（2）。

ì

í

î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min θ

s.t.∑
j = 1

n

λj xij ≤ θxik
∑
j = 1

n

λj yj ≥ yk
λ ≥ 0
i = 1,2,3; j = 1,2……,n

家庭农场的效率及其决定

农业∙农村∙农民

--172



《管理世界》（月刊）

2020年第 4期

（2）

（二）家庭农场投入、产出描述性分析

在借鉴已有关于农业经营主体效率研究的基础上（黄祖辉等，2011；杨万江、李琪，2016），从松江家庭农场

经营的实际出发，本研究选取的投入指标主要涉及土地投入、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产出指标主要涉及种植

业收入、养殖业收入、农机服务收入及各级政府各类补贴。

土地投入是指家庭农场实际经营的土地面积。家庭农场经营的土地既包括家庭农场在第二轮土地承包

期内承包的土地，也包括家庭农场从村集体转入的土地。劳动力投入是指家庭农场在粮食生产、生猪养殖、农

机服务中的劳动力投入，包括家庭劳动力投入和雇用劳动力投入。家庭劳动力投入按《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

普查》规定的办法进行折算：家庭农场农村常住人口中，男 16~60岁、女 16~55岁的人口，以及男 60岁以上、女

55岁以上且从业 3个月以上人口计入劳动力范围。其中，16~17岁以及男 60岁以上、女 55岁以上劳动力资源

是按照半个劳动力水平计算，其他是整劳动力。雇用劳动力投入按家庭农场全年雇工费用除以当地当年雇工

年平均工资水平折算成标准劳动力。资本投入是指水稻和二麦生产中投入的化肥、有机肥、农药、购买农机作

业服务费、排灌费、运杂费、开沟和深翻费，生猪养殖中投入的水电费、保养修理费、取暖焦炭费等以及农机服

务中投入的燃油费、保养维护费、修理费、水电费等⑫。

家庭农场产出指标用家庭农场经

营总收入衡量。家庭农场经营总收入

包括种植业收入、养殖业收入、农机服

务收入、补贴收入等。家庭农场投入、

产出描述性分析见表 1。
表 1中，2017年上海市松江区家

庭农场平均土地经营面积为 9.58公

顷，初步实现了土地规模化经营。其

中，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经营的土地

面积达到 11.74公顷，高于全部家庭农

场的平均水平。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

经营的土地面积为 8.86公顷，略低于

全部家庭农场的平均水平。从家庭农

场的劳动力投入来看，平均家庭劳动

力为 1.86人，平均雇用劳动力为 0.7
人。相比较而言，种养结合型和机农

一体型家庭农场劳动力投入较高，高

于全部家庭农场的平均投入水平。从

化肥和农药的投入来看，纯粮食种植

型和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的平均投入

水平低于全部家庭农场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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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家庭农场投入、产出描述性分析

变量类型

土地投入

劳动力投入

资本投入

种植业
投入

养殖业
投入

农机
投入

产出

变量名称

经营土地面积

家庭劳动力

雇用劳动力

化肥

有机肥

农药

购买农机作业服务费

排灌费

运杂费

开沟和深翻费

水电费

保养修理费

取暖焦炭费

农机具累积净值

燃油费

保养维护费

修理费

水电费

其他支出

种植业收入

养殖业收入

农机服务收入

补贴收入

收入合计

单位

公顷

人

人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全部家庭农场

均值

9.58

1.86
0.70

2.50
0.02
2.33
2.33
0.59
0.56
0.49
0.13
0.01
0.00
2.18
0.51
0.14
0.13
0.02
0.03

25.07
0.70
2.50
10.08
38.36

标准差

4.09

0.62
0.76

1.29
0.15
1.32
1.24
0.38
0.48
0.32
0.53
0.05
0.02
6.55
1.78
0.54
0.66
0.12
0.26

14.78
2.97
8.23
10.74
28.58

纯粮食种植型

均值

9.18

1.84
0.55

2.36
0.02
2.23
2.65
0.55
0.55
0.55
-
-
-
0.05
0.00
0.00
0.00
0.00
0.00

23.33
-
-
6.69
30.02

标准差

3.40

0.62
0.50

1.06
0.15
1.13
1.11
0.32
0.50
0.29
-
-
-
0.58
0.07
0.02
0.02
0.00
0.00

10.02
-
-
2.73
12.21

种养结合型

均值

8.86

1.92
0.98

2.24
0.12
2.04
2.05
0.52
0.48
0.47
2.15
0.17
0.05
-
-
-
-
-
-

22.50
12.08
-
6.43
41.01

标准差

3.71

0.64
0.71

1.22
0.43
1.14
0.98
0.38
0.24
0.24
0.66
0.11
0.08
-
-
-
-
-
-

9.52
3.80
-
2.71
12.30

机农一体型

均值

11.74

2.01
1.22

3.21
0.05
2.85
0.99
0.76
0.65
0.26
-
-
-

11.42
2.67
0.76
0.68
0.11
0.19

33.76
-

13.34
25.06
72.15

标准差

6.11

0.60
1.24

1.96
0.26
1.94
1.02
0.55
0.41
0.35
-
-
-

11.08
3.35
1.03
1.41
0.26
0.59

25.86
-

14.73
17.60
47.80

数据来源：实地调研。除特别说明外，本文所使用数据皆为本次实地调研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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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的投入水平则高出全部家庭农场的平均水平。与其他类型家庭农场相比，种养结合型家

庭农场有机肥投入较高。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购买农机作业服务的费用和开沟、深翻费较低，但农机投入较

大。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中有一小部分农场持有少量的农业机械，但他们并不对外提供农机作业服务，而

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持有较多的农业机械，他们不仅为自家家庭农场提供农机作业，而且对外提供农机作业

服务。所以，相比较而言，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农机投入较小，而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农机投入较大。松江

家庭农场平均收入为 38.36万元，家庭农场收入主要来自于种植业收入。相对而言，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收入

最高，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次之，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收入最少。从表 1中可以看出，松江家庭农场发展坚

持了家庭农场家庭经营的本质特征，符合国家发展家庭农场的基本要求。农业部《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

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以农民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农业经营收入为

主要收入来源，利用家庭承包或流转土地，从事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农业生产”。

（三）计算结果与分析

利用 Stata13.0软件对投入指标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检测的结果表明，VIF均小于 10（见表 2），满足VIF不
超过 10的要求，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利用 Stata13.0软件对投入与产出指标同向性进行检测的结果表明，

投入与产出指标的 Pearson相关系数为正，并在 1%的水平上显著（见表 2），满足“同向性”要求。

松江家庭农场的效率计算结果见表 3。表 3中，运用 CCR模型测得的全部家庭农场效率均值（TE）为

0.3841，这一数值较小。尽管 DEA模型测度的效率为相对效率，是被评价生产单元相对于“领先”生产单元的

效率，但这一计算结果表明，松江大多数家庭农场的效率水平距离相对有效的生产前沿较远，家庭农场效率有

着极大的提升空间。运用 BCC模型将家庭农场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PTE）和规模效率（SE）。全部家庭农

场的 SE为 0.5595，这意味着，松江家庭农场效率较低主要是由于规模效率较低。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松江家

庭农场只有 27户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状态，高达 912户家庭农场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状态，另有 4户家庭农场处

于规模报酬不变状态。松江家庭农场的 PTE为 0.7048，这表明松江家庭农场的纯技术效率有着一定的提升空

间，大多数家庭农场应进一步改善经营管理状况，提升技术应用水平。

表 3同时呈现了各类型家庭农场效率的计算结果。从表 3中可以看出，3种类型家庭农场中，种养结合型家

庭农场效率水平最高，TE值达到 0.7757，纯技术效率 PTE和规模效率 SE都处于较高水平，分别达到 0.8518和
0.9136。相比较而言，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和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的效率处于较低的水平上。纯粮食种植型

家庭农场的规模效率低于纯技术效率，其规模效率值仅为 0.5358，高达 731户的家庭农场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状

态，因此，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更需要注重调整经营规模以提升家庭农场的效率。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和机

农一体型家庭农场的纯技术效率均低于规模效率，这表明，这两类家庭农场更需要注重经营管理水平的提升。

四、是什么决定了家庭农场的效率：基于 Tobit模型的检验

（一）模型设定

通过DEA模型计算得到的家庭农场效

率值范围为 0~1，属于截断数据，若采用传

统的最小二乘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会有

偏，因此，本文在计量检验相关因素对家庭

农场效率的影响时采用因变量受限的 To⁃
bit回归模型（李政、杨思莹，2018）。

另外，为了减少异方差的影响，对主

要农业要素投入变量取对数（Wang et al.，
2013），构建半对数模型。具体模型见式

（3）。

投入指标

土地投入

劳动力投入

资本投入

全部家庭农场

VIF
1.90
1.62
2.02

Pearson
相关系数

0.7278***
0.6036***
0.9049***

纯粮食种植型

VIF
8.20
1.20
8.13

Pearson
相关系数

0.8541***
0.3590***
0.8199***

种养结合型

VIF
7.59
1.75
8.19

Pearson
相关系数

0.8858***
0.5015***
0.5925***

机农一体型

VIF
2.04
2.18
1.92

Pearson
相关系数

0.7696***
0.7110***
0.8547***

表 2 多重共线性与同向性检验结果

注：***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

家庭农场类型

全部家庭农场

纯粮食种植型

种养结合型

机农一体型

家庭农
场户数

943
735
55
177

效率值
（TE）
0.3841
0.3720
0.7757
0.5349

纯技术效率
（PTE）
0.7048
0.7137
0.8518
0.7356

规模效率
（SE）
0.5595
0.5358
0.9136
0.7407

规模报酬
递增户数

912
731
36
142

规模报酬
递减户数

27
2
6
30

规模报酬
不变户数

4
2
13
5

表 3 松江家庭农场整体和各类型家庭农场的效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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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3）中，yj表示第 j个家庭农场的效率。xg表示家庭农场的农业要素投入变量，lm表示家庭农场主特征变

量，rq表示家庭农场特征变量，pz表示环境特征变量。α为常数项，βg、γ1、δm、εq、ζz为待估计系数，ηi为随机误

差项。

（二）变量选择与预期方向

（1）农业要素投入特征变量。农业要素投入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农场土地经营面积、劳动力投入以及资本

投入。通常认为，土地要素投入与劳动要素投入、资本要素投入的不同组合，会产生不同的生产要素间协调效

率（许庆等，2011；谭淑豪等，2006），因此，农业要素投入变量对家庭农场效率的影响方向具有不确定性。基于

中国农业发展的现实，研究者特别关注土地经营规模对家庭农场效率的影响。周曙东等（2013）认为，土地经

营规模对家庭农场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不能简单地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正向还是负向的关系，需要进一

步考察土地经营规模与家庭农场效率之间是否存在曲线关系。如果家庭农场土地经营规模过小，可能不利于

农业机械作业和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如果家庭农场土地经营规模过大，又有可能超过家庭农场主的经营管

理能力，因此，预期土地经营面积与家庭农场效率之间存在“倒U型”的曲线关系（冀县卿等，2019）。

（2）家庭农场主特征变量。家庭农场主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农场主的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是否具有农

业从业经历及务农年限。一般认为，家庭农场主年龄越大，农业生产经营经验就会越丰富，越有利于提高家庭

农场的效率（Dhungana et al.，2004）。但是，家庭农场主年龄越大，也可能在意识上更为守旧，不利于接纳新的

经营管理方式和新的生产技术。因此，家庭农场主年龄对家庭农场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通常意义上，

男性在体力上优于女性，更富有创新和冒险精神，但女性更加心思缜密，更擅长于细节管理，因此，家庭农场主

性别对家庭农场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王则宇等，2018）。家庭农场主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助于其吸收

和应用新知识、新技术，预期家庭农场主受教育年限对家庭农场效率有正向影响作用（Bojnec and Latruffe，
2009；Khai and Yabe，2011）。家庭农场主具有农业从业经历、从事农业生产的年限越长，其对农业生产特性就

会更加了解，因此，预期家庭农场主具有农业从业经历、务农年限越长，越有利于提升家庭农场效率。

（3）家庭农场特征变量。家庭农场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农场经营年限、经营权合同年限、是否购买农机作业

服务以及绿肥种植面积占土地经营面积比例。一般认为，家庭农场经营年限越长，家庭农场应对自然风险和

经济风险的能力就越强，因此，预期家庭农场经营年限对家庭农场效率存在正向影响作用。家庭农场经营权

合同年限越长，产权稳定性越强，越有利于家庭农场经营者形成稳定的预期，因此，预期家庭农场经营权合同

年限对家庭农场效率有正向影响。农业生产中需要使用农业机械，农机作业或由家庭农场自身提供，或通过

购买机农互助点、农机合作社、村集体服务队的农机作业服务。本研究将家庭农场购买农机作业服务设为 1，
将农机作业由家庭农场自身提供设为 0。购

买农机作业服务可以节省农机购置费和农

机日常维护费等，且专业化的农机作业队伍

可以提供更高效的农机作业服务，但如果在

购买农机作业服务时不能解决农机作业中

的偷懒、监督问题，又会导致农机作业质量

不高。另一方面，家庭农场自身提供农机作

业服务解决了农机作业中的偷懒、监督问

题，但又存在农机购置投入大、日常维护成

本高、不利于发挥农机作业专业分工的优势

等缺陷。因此，是否购买农机作业服务对家

庭农场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种植绿

yj = α +∑
g = 1

3
βg ln(xgj) + γ1[ln(x1j)]2 +∑

m= 1

5
δmlmj +∑

q = 1

4
εqrqj +∑

z = 1

2
ζz pzj + ηj

变量类型

农业要素投
入特征变量

家庭农场
主特征变量

家庭农场
特征变量

环境特
征变量

变量含义

土地经营面积

劳动力投入

资本投入

年龄

性别

受教育年限

是否具有农业从业经历

务农年限

家庭农场经营年限

经营权合同年限

是否购买农机作业服务

绿肥种植面积占土地经营面积比例

经营权是否稳定

政府补贴

是否借贷款

变量定义

公顷

人

万元

岁

1=男，0=女
年

1=是，0=否
年

年

年

1=是，0=否
%

1=是，0=否
万元

1=是，0=否

平均值

9.58
2.56
12.34
49.02
0.88
8.50
0.60
22.05
5.56
5.08
0.89
20.65
0.38
10.08
0.03

标准差

4.09
1.01
10.25
7.80
0.32
2.68
0.49
12.93
3.04
2.62
0.31
0.31
0.49
10.74
0.18

预期方向

+/-
+/-
+/-
+/-
+/-
+
+
+
+
+
+/-
+
+
+/-
+

表 4 回归变量含义及描述性分析

注：各变量观测值都为 94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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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能有效地改善土壤团粒结构、增加土地有机质和氮磷钾含量，有利于培肥地力、减少化肥的施用和增加土地

产出，因此预期绿肥种植面积占家庭农场土地经营面积比例越大，越有利于提高家庭农场的效率。

（4）环境特征变量。环境特征变量主要用家庭农场合同期内经营权是否稳定、政府补贴、家庭农场经营中

是否发生借贷款行为来刻画。家庭农场合同期内经营权是否稳定设为虚拟变量。如果家庭农场主认为合同

期内经营权不会被收回，设为 1；反之，则设为 0。经营权越稳定，越利于调动家庭农场经营者的积极性，因此，

预期合同期内稳定的经营权会对家庭农场效率产生正效应。政府对家庭农场进行补贴一方面有助于改善家

庭农场的生产经营状态，激励家庭农场投资，但也可能会减弱家庭农场经营者的努力（冀县卿等，2019），因此，

预期政府补贴对家庭农场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家庭农场经营中是否发生借贷款行为可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资本信贷市场的发育程度。家庭农场经营中如果发生借贷款行为设为 1，反之设为 0。家庭农场经营中

如果能便捷地获得信贷支持，会使得家庭农场的预算约束线外移，有助于家庭农场扩大经营规模、购置农机设

备，获得规模收益，因此，预期家庭农场借贷款能对家庭农场效率产生正效应（王向楠，2011）。

（三）计量结果与讨论

表 5汇报了利用 Tobit模型对全部家庭农场及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和机农一体型

家庭农场效率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

表 5中的模型 1是对松江全部家庭农场效率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就农业要素投入特征变量而言，家庭

农场土地经营面积及劳动力投入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 1中，家庭农场土地经营面积一次项在 5%的水平上

显著且系数为正、土地经营面积平方项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表明，相对于土地经营规模较小的

家庭农场来说，土地经营规模较大的家庭

农场具有更高的效率（Ahmad et al.，2002；
Cornia，1985；Villano and Fleming，2006），

同时表明，土地经营面积与家庭农场效率

之间呈现出“倒 U型”的关系，家庭农场效

率随着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张呈现先上升后

下降的变化趋势。家庭农场土地经营规模

与家庭农场效率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正向或

负向的关系，土地经营规模过小或过大都

不利于家庭农场效率的提高。家庭农场劳

动力投入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

负。可能的原因在于，松江区已为家庭农

场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完备的社会化服务。

例如，从 2007年开始，松江区由政府负责

农田水利排灌设施、生产辅助设施和设备

等农田基础设施的日常维护和管理；松江

区建立了机农互助点、农机合作社、村集体

服务队的农机作业服务网络，家庭农场可

以极为便捷地购买农机作业服务。在这样

的背景下，家庭农场经营中投入过多的劳

动力反而不利于家庭农场效率的提高。就

家庭农场主特征变量而言，家庭农场主受

教育年限、家庭农场主是否具有农业从业

经历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表

变量类型

农业要素投
入特征变量

家庭农场主
特征变量

家庭农场
特征变量

环境特
征变量

变量含义

土地经营面积一次项

土地经营面积平方项

劳动力投入

资本投入

年龄

性别

受教育年限

是否具有农业从业经历

务农年限

家庭农场经营年限

经营权合同年限

是否购买农机作业服务

绿肥种植面积占土地经营面积比例

经营权是否稳定

政府补贴

是否借贷款

常数项

模型 1
0.2013**
（1.97）
-0.0411**
（-1.97）
-0.1337***
（-11.52）
0.0126
（0.50）
0.0007
（1.34）
-0.0082
（-0.80）
0.0043***
（3.51）
0.0198***
（3.03）
-0.0003
（-0.96）
0.0003
（0.23）
0.0023*
（1.73）
-0.0645***
（-3.25）
0.0225*
（1.76）
0.0100
（1.54）
0.0074***
（8.25）
-0.0146
（-1.03）
0.1254
（1.05）

模型 2
0.3579**
（2.42）
-0.0293
（-0.84）
-0.1180***
（-8.21）
-0.1851***
（-4.22）
-0.0000
（-0.08）
-0.0156
（-1.52）
0.0028**
（2.24）
0.0142**
（2.01）
0.0002
（0.58）
0.0004
（0.35）
-0.0001
（-0.04）
-0.3085**
（-3.69）
0.0254**
（1.88）
-0.0020
（-0.31）
0.0094**
（2.20）
-0.0120
（-1.07）
0.4535**
（2.16）

模型 3
3.7027***
（4.84）
-1.3293***
（-5.00）
-0.2980***
（-6.00）
0.0720
（1.37）
-0.0017
（-1.12）
-0.0252
（-0.35）
0.0029
（0.61）
0.0582*
（1.89）
0.0006
（0.43）
0.0103**
（2.19）
-0.0815
（-1.36）
-0.0274
（-1.38）
-0.0241
（-0.48）
-0.0111
（-0.98）
0.2988***
（4.73）
-0.0316
（-1.08）
-2.6487***
（-3.20）

模型 4
0.1816
（0.68）
-0.0385
（-0.75）
-0.2459***
（-7.10）
0.0804*
（1.95）
0.0055***
（3.18）
-0.0213
（-0.42）
0.0078**
（2.14）
-0.0054
（-0.26）
-0.0018
（-1.60）
-0.0032
（-1.02）
0.0051*
（1.76）
-0.0423**
（-2.01）
0.0533
（1.16）
0.0468**
（2.46）
0.0071***
（5.93）
0.0123
（0.23）
-0.1191
（-0.36）

表 5 家庭农场效率影响因素 Tobit模型估计结果

注：所有模型的 Prob>F都为 0.0000；括号内为 t值；***、**、*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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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家庭农场主受教育水平越高，生产经营管理水平越高，有助于其灵活应对生产环境并做出更有利于优化要

素配置的决策（Bojnec and Latruffe，2009；Khai and Yabe，2011）；家庭农场主具有农业从业经历，意味着家庭农

场主能够在“干中学”中不断积累丰富的农业生产经营经验（邓宗兵，2010），从而有利于提高家庭农场的效

率。就家庭农场特征变量而言，家庭农场经营权合同年限通过了 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并且系数为正，说明

家庭农场经营权合同年限越长，家庭农场效率水平越高。这进一步证明了家庭农场经营权的稳定性对家庭农

场发展的重要性。叶剑平等（2006）的研究也表明，稳定的土地经营权有利于家庭农场适时调整规模，刺激投

资。家庭农场是否购买农机作业服务这一变量在 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表明购买农机作业

服务反而不利于家庭农场效率的提升。可能的原因在于，购买的农机作业服务可能存在农机作业质量不高、

农机作业监督缺失的问题。研究者在松江实地调查时，家庭农场主也多次反映了这一点。不仅如此，与购买

农机作业服务相比，自购农机有助于家庭农场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曹卫华、杨敏丽，2015），并且能够通过提供

农机作业服务增加家庭农场收入。绿肥种植面积占土地经营面积比例这一变量在 10%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

检验且系数为正，这表明绿肥种植面积比例越高，越有利于培肥地力，对家庭农场效率有积极的影响作用。就

环境特征变量对家庭农场效率的影响而言，政府补贴在 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正，这说明政府

补贴能够显著地增加家庭农场的收入，有助于家庭农场改善生产经营结构，调动家庭农场生产经营的积极性，

这也验证了良好的经营环境对家庭农场发展的重要性（李谷成等，2008）。

表 5中模型 2为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效率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土地经营面积一次项在 5%的水平上

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说明土地经营规模较大的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具有更高的效率。家庭农场劳动力投

入、家庭农场资本投入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说明松江家庭农场劳动力投入及资本的投入会导致

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效率的损失。这一结果并不意味着家庭农场在农业生产经营中不需要投入劳动和资

本，而是因为松江家庭农场发展有着特殊的背景。为保证松江粮食生产，松江地方政府构建了较为完备的农

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例如，通过组建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专业合作社与家庭农场签订服务协议，实行订单式

作业，为家庭农场提供全程机械化作业服务，粮食生产实现了全程机械化，粮田机耕率和机收率基本达到

100%；建立良种繁育供应基地，水稻良种实现区级统一供种，水稻良种覆盖率 100%；提供粮食收储、烘干等全

程服务，水稻收割后直接进入粮食收购点，解决了家庭农场晒粮难的问题；每年对家庭农场主进行分级培训，

针对家庭农场的需求，设置不同的培训课程，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现场培训，在茬口安排、品种选用、施肥用药

等方面开展全方位技术指导。这些措施有效地实现了对家庭农场劳动和资本投入的替代，提升了家庭农场的

盈利水平，降低了家庭农场粮食生产经营中的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投入过多的劳

动力和资本，反而不利于家庭农场效率的提高。家庭农场主受教育年限和家庭农场主是否具有农业从业经历

分别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表明家庭农场主受教育水平越高、农业从业经验越丰富，越有利于提

高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的效率。这意味着，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向非农产业和

城镇转移的背景下，有必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保证有足够数量的既具有丰富的农业从业经验又接受过较高程度

教育训练的农业经营者从事农业生产，特别是从事粮食生产。家庭农场是否购买农机作业服务这一变量在

5%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这一方面表明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的农机作业主要依靠购买农机

作业服务会阻碍家庭农场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机作业服务供给者需要进一步改善农机作业服务

质量。绿肥种植面积占土地经营面积比例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表明绿肥种植面积比例越高，越

有利于提高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的效率。因为绿肥种植与还田，有利于改良土壤，提高粮食单产水平。政

府补贴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表明各级政府补贴对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的效率有着积极的影

响作用。

表 5中模型 3为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效率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土地经营面积一次项在 1%的水平上显

著且系数为正、土地经营面积平方项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说明土地经营面积与种养结合型家庭

农场效率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劳动力投入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表明劳动力投入越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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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结合型家庭农场的效率越低。可能的原因在于，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除从事粮食生产外，还从事生猪养

殖。就生猪养殖而言，松江家庭农场的生猪养殖有其特殊性。松江生猪生产龙头企业和农民家庭农场组建成

上海松林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受合作社委托进行生猪代养，合作社为家庭农场提供苗猪、饲料和技

术指导，农场负责代养，养殖粪尿就近还田利用。这样的生猪养殖模式不需要也不宜进行过密的劳动投入。

家庭农场主是否具有农业从业经历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表明家庭农场主曾经的农业从业经历

对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的效率存在正向影响作用。家庭农场经营年限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可

能是因为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在生猪养殖中形成的粪尿还田是对农田的长期投资，较长的经营年限能够激发

家庭农场改良土地的积极性，进而提高家庭农场的效率。政府补贴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表明各

级政府补贴正向影响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的效率。

表 5中模型 4为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效率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模型 4中，家庭农场劳动力投入在 1%的

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这表明，劳动力投入过多同样会对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的效率产生负向影响。资本

投入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表明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效率随资本的投入而显著提高。这是因

为，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不仅从事粮食生产，而且从事农机作业服务，当且只有当购置农业机械等达到一定的

规模后才能在农机作业服务时产生规模收益。家庭农场主年龄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家庭农场主

受教育年限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这表明，相比较而言，家庭农场主年龄较长者、受教育程度较高者

对家庭农场效率的贡献率较高，会正向影响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的效率（金福良等，2013）。可能的原因在于，

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由于购置和使用大型农业机械，对农场主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家庭农场经营权合同

年限通过了 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并且系数为正，说明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经营权合同年限越长，其效率水

平越高。家庭农场购买农机作业服务通过了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系数为负，这表明购买农机作业服务会

降低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的效率。原因在于，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自身拥有较多的农业机械，购买农机作业

服务不仅增加了家庭农场的支出，而且降低了自身拥有的农业机械的利用效率。家庭农场合同期内经营权是

否稳定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经营权稳定对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效率具有正向作用。机农一

体型家庭农场由于花费巨资购买大型农业机械，对经营权稳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稳定的经营权安排可

以使经营者更加放心地做长远打算的投资和经营决策（钱忠好，2002）。政府补贴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

为正，这表明农业补贴对提高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的效率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五、简要的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通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式的创新，大力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以实现中

国农业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家庭农场因其具有的特殊组织优势，业已成为政策推崇的重点。由于

效率之于家庭农场的健康快速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以上海松江区为研究区域、以松江家庭农场

为研究对象，利用 943户家庭农场 2017年的数据，运用DEA模型估计家庭农场的效率并运用 Tobit模型从农业

要素投入特征、家庭农场主特征、家庭农场特征、环境特征 4个维度考察其对家庭农场效率的影响，离析影响

家庭农场效率的关键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总体层面上，全部家庭农场效率不高，无论是家庭农场的纯技术效率还是规模效率均有着

较大的提升空间。在影响家庭农场效率的诸多因素中，家庭农场土地经营面积与家庭农场效率之间呈现出

“倒U型”的关系，土地经营规模过小或过大都不利于家庭农场效率的提高；家庭农场主受教育年限、家庭农场

主是否具有农业从业经历、家庭农场经营权合同年限、绿肥种植面积占土地经营面积比例、政府补贴正向影响

家庭农场效率；劳动力投入、家庭农场是否购买农机作业服务负向影响家庭农场效率。就不同类型的家庭农

场而言，家庭农场类型不同，其效率及关键影响因素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相比较而言，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效

率最高，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和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效率较低，且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的规模效率低于

纯技术效率，种养结合型和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的纯技术效率低于规模效率。影响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效

家庭农场的效率及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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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关键因素主要有土地经营面积、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家庭农场主受教育年限以及是否具有农业从业经

历、家庭农场是否购买农机作业服务、绿肥种植面积占土地经营面积比例和政府补贴。影响种养结合型家庭

农场效率的关键因素主要有土地经营面积、劳动力投入、家庭农场主是否具有农业从业经历、家庭农场经营年

限和政府补贴。影响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效率的关键因素主要有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家庭农场主年龄、家

庭农场主受教育年限、家庭农场经营权合同年限、家庭农场是否购买农机作业服务、家庭农场合同期内经营权

是否稳定和政府补贴。

从本研究中，可以发现，尽管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已成为政策推崇的重点，但是，即使在松江这样一个家庭

农场已有十多年发展历史、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家庭农场效率也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上，有着极大的提

升空间。因此，如何有效地提高家庭农场的效率实乃家庭农场发展之关键。为此，需要基于家庭农场发展的

实际情况，离析出影响家庭农场效率的关键因素，并据以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家庭农场这

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作用和功能，有效地提升家庭农场的效率。不仅如此，由于不同类型的家庭农场效率

间存在极大的差异，因此，各地需要从实际出发，选择适合本地实际的、能发挥自身优势的家庭农场类型。现

阶段，需要特别注重做好以下几点：第一，要选择合适的家庭农场经营者，尤其是要优先选择有农业生产经营

意愿且具有农业生产经营经验的农户家庭经营家庭农场，要重视家庭农场从业者的人力资本积累，加强对家

庭农场经营者的职业培训。第二，要基于家庭实际，合理确定家庭农场经营规模，走适度规模经营之路。土

地、劳动、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都要适度，要最大限度地避免家庭农场经营的风险。特别地，不要盲目

扩大家庭农场土地经营规模。第三，要为家庭农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要切实保障家庭农场的土地

经营权，稳定家庭农场经营者的预期；政府要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大对家庭农场发展的资金、政策等

扶持力度。

（作者单位：钱忠好，扬州大学商学院；李友艺，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责任编辑：李逸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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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参见《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二号）》，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ypcgb/qgnypcgb/201712/t20171215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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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数据来源：松江区农业委员会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指导站。

⑩数据来源：松江区农业委员会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指导站。

⑪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是指家庭农场仅仅从事水稻和二麦的生产；种养结合型家庭农场是指家庭农场除从事粮食生产外，还

从事生猪养殖；机农一体型家庭农场是指家庭农场除从事粮食生产外，还从事农机社会化服务；三位一体型家庭农场是指家庭农场既

从事粮食生产，又从事生猪养殖和农机社会化服务。

⑫松江区建有完备的良种供应体系，政府每年 4月底免费给家庭农场供应优质良种，良种覆盖率达到 100%，所以，在计算家庭农

场资本投入时没有包含种子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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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s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Family Farms' Efficiency
Qian Zhonghaoa and Li Youyib

（a. Yangzhou University; b.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ummary: With the rural reform of 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farmers got the granting of greater au⁃

tonomy over production decisions.However, in recent years households can just cultivate on small scale and scattered
land due to an extremely egalitarian distribution of cultivated land.Output growth can’t still rely on sources of in⁃
creased inputs on limited land. Each household might be unable or unwilling to search for new ways to improve their
efficiency. Therefore, policy makers drive innovation in land institutions and support proper scale of operation to in⁃
crease production efficiency, ensuring the food security and increas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agri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encour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ypes of agricultural operators, family farms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But differences in efficiency across farm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one of the major factors explaining differ⁃
ences in farm survival and growth.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for the family farms to improve production efficiency to
mainta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 efficiency of family farms has attract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Earlier studies on the efficiency of family
farms has different conclusions by employing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s. Further, the results will be affected by the selected
sample and calculation indicators, no matter which method is employed. Most of the studies used sampling survey data
as the research samples. This will affect the accuracy of efficiency estimates due to the large differences in nat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conditions between regions, or the different types of family farms between regions, or the possible loss
of information from sampling surveys. And most of the researches just included several limited indicators, such as land,
labor and so on. In addition, it is unreasonable to choose the same indicators without distinction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family farms.In order to accurately calculate the efficiency of family farms and analyze efficiency determinants, the study
selected all 943 family farms in Songjiang,Shanghai in 2017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lso selected more indicators
cover all the inputs and outputs during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In addition, considering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 943 family farms in Songjiang, a DEA model was employedto calculate the efficiency of all family farm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family farms, and a Tobit model was employedto analyze efficiency determina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an efficiency of all family farms is relatively low implying further improvement of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scale efficiency.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re is an inverse U-curved relationship be⁃
tween the operational farm size and the efficiency of family farms, and only moderate scale of farm size could improve
efficiency. The impact of the education years and agricultural experience of the family farm head, the term of opera⁃
tional rights contact, and the percentage of planting green manure area, government subsidies on the family farms’effi⁃
ciency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The impact of labor input an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ervices on the efficiency is sig⁃
nificantly negative. The values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family farms’efficiency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the farms with crop farming and livestock raising, and the farms with crop farming and machin⁃
ery operation service is less efficient than their scale efficiency. The implication i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give
priority to farmers who have the willingness and experiences of employing in agricultural to operate family farms, to
accumulate human capital of family farmers literally, to strengthen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of family farms’operators;
to achieve moderate scale of farm size according to differentfamily farms’resources; to protect the land operational
rights of family farms seriously, to improve the socialized service system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and support family
farms with appropriate funds and polici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amily farms.

Keywords: songjiang; family farm; efficiency
JEL Classification: F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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